因 明 化 归 逻 辑 之 辩

张汉生  

这个题目较大也较难，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涉足因明研究的人来说似乎是难以胜任的。因明是否可以化归为逻辑？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人们对因明的性质、对象的看法，而且涉及到人们的逻辑观，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极其重要并且极具争议的。这篇论文的目的不在于评价各家各派的观点，而在于通过对各种不同观点评析与辩证来探讨研究因明的正确路向。当然，本文的分析或结论未必令人满意，权且当作抛砖引玉。

一、因明可以化归为逻辑

在因明是否可以化归为逻辑这一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明就是逻辑，或者说，因明可以化归为逻辑，我们在此权且称之为可化归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明不是逻辑，也不可以化归为逻辑，我们在此权且称之为不可化归派。 

可化归派为数甚众，他们大都是从事逻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用逻辑比证因明。1916年，我国学者谢蒙在《佛学大纲》中专门探讨了因明学与论理学之比较研究，开创了用逻辑比证因明的先河。其后，龚家骅在《逻辑与因明》中更是处处用逻辑比证因明。时至今日，用逻辑比证因明在我国学界已蔚然成风，逻辑不仅成了研究者用以分析因明的根本手段，而且成了评判因明得失的主要依据。一个典型事例是，现行全国通用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普通逻辑》明确提出，“因明”就是逻辑：“因”指推理的依据，“明”即通常所谓“学说”，“因明”就是古代印度关于推理的学说。②《普通逻辑》还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比证陈那提出的“三支论式”，认为它们在推理形式上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把因明化归为逻辑，用逻辑比证因明并不是我国学者的独特发明，这一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就前者而言，我国近代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伴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引进，西方逻辑理论也系统输入我国并得到广泛传播，由此便引发了印度因明、传统逻辑和中国名辩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后者而言，这一思想是西方逻辑主义思潮的产物。逻辑主义是现代数理逻辑发展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其基本主张是，全部数学都可以从逻辑得出，或者说，数学可以化归为逻辑。受逻辑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研究者认为，因明就是逻辑，或者说，因明可以化归为逻辑。在国外，用逻辑比证因明的历源远流长。对因明的比证分析，最早是借助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逻辑来进行的。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的《佛家逻辑》，印度威提布萨那博士的《印度逻辑史》，被一些研究者推崇为用传统逻辑研究因明的典范。不过，由于传统逻辑本身的局限性，更由于在以传统逻辑解释因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不足之处，一些研究者对那种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研究立场提出了异议。1918年，荷兰的法考台在其《胜论体系：借助最早版本的说明》中就指出，只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来解释印度逻辑是不恰当。1933年，波兰的恰耶在《印度表述逻辑的起源》、《关于正理研究的方法》等文章中，对谢尔巴茨基将因明亚氏逻辑化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应当按照逻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因明，就像从现代法学和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古印度的法律和医学一样，也必须用现代符号逻辑来研究因明。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的达塔教授作出了用符号逻辑研究因明的尝试，随后，哈佛大学的因格尔斯教授、日本的中村元博士与末本刚博也纷纷以符号逻辑为工具研究因明。受国外因明研究的影响，我国也有个别研究者开始使用符号逻辑取代传统逻辑手段来探讨因明论式。总之，随着因明研究由封闭走向开放和它的世界化，随着西方逻辑在不同文化圈的广泛传播和普及，用逻辑－－不论是传统逻辑还是符号逻辑－－来比证、解释和评判因明，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并构成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因明研究一个共同的和最显著的特征。

具体地说，可化归派一般采取如下措施将因明化归为逻辑。第一，用逻辑术语注解因明术语。如将“宗”解释为逻辑的“论题”，将“过失”解释为逻辑的“谬误”，将“因”解释为逻辑的“论据”等等。第二，用逻辑原理解析因明义理。比如，把因明中的表诠全分命题、遮诠全分命题、表诠一分命题与遮诠一分命题分别解释为全称肯定命题、全称否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以及特称否定命题。第三，用逻辑推理形式比证因明论式，比如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比证陈那提出的“三支论式”等等。

然而，在这种以逻辑比证因明的过程中，一些可化归派者从根本上忽视了因明固有的辩论特征，完全陷入了一种以纯粹的形式逻辑的立场来衡量、评判因明得失的误区。这种因明研究不仅曲解了因明的原意，而且泯灭了因明的个性与风格。比如，因明中的“过失”与逻辑中的“谬误”虽有一定的关联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逻辑看来是“谬误”的，在因明中并非就是“过失”；反之，因明断定为“过失”的，逻辑未必看作“谬误”。又比如，因明中的表诠、遮诠，仅指宗法之后的陈法而言，根本不涉及到命题的质和整个命题，并且，因明的宗根本不设否定命题。因此，以传统逻辑的直言命题分类理论来解析因明的表诠、遮诠命题和全分、一分命题势必会造成因明义理的极大混乱。再比如，陈那提出的“三支论式”和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也存在差别，前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非形式论证，其目标在于研究论辩之论证结构，而后者只是单纯地研究论证形式。从非形式逻辑的观点看，论证结构不同于论证形式，前者远比后者复杂。可化归派的上述缺陷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可化归派的攻击。
二、因明不可化归为逻辑

不可化归派主要是一些从事佛学研究的学者与佛教界的高僧，他们认为，因明不是逻辑，也不可以化归为逻辑。他们主要从因明的性质与内容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就性质而言，因明不是逻辑。因明是以实际辩论需要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辩论学体系，它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形式逻辑。辩论是以立破为核心、以胜负为终结的一种直接对话，它与以建立正确思维法则为目的的西方逻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就已经对辩论的证明和科学的证明作了严格的区分，二者分别对应于论辩理论和逻辑学。作为一种言语行为，辩论所涉及的因素很多，它要具体涉及到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人际传播学、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问题。辩论，实际上是对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因此，对辩论问题的研究，虽然包括了对某些逻辑问题的研究，但它并不局限于此。辩论中的其他许多问题，是逻辑所不能容纳也不能做出解释的。基于上述分析，对因明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因明的辩论特征。离开因明的辩论本性，过分地、简单地用逻辑的术语、原理和推理形式，去诠释因明的术语、原理和论式，必然会造成对因明的种种误解，从而偏离因明研究的正确方向。逻辑不是、也不可能是判断因明得失的唯一根据和解释因明的唯一手段。只有立足于辩论研究立场，走出狭隘的形式逻辑立场，以现代语言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人际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为工具，对因明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才能真正认识因明，也才能使因明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其次，就内容而言，因明中的逻辑思想也不同于西方正统逻辑。必须承认，辩论的刺激可以引发某些逻辑思想的产生，对辩论问题的研究也必然包括对某些逻辑问题的探讨。因此，从原则上说，用逻辑比证、解释因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蕴涵于辩论中的逻辑问题、逻辑思想，与西方正统的逻辑理论是有很大不同的。西方逻辑借助数学方法，将逻辑的外延理论、形式化理论推向到极端。因明是在古代印度日常论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受宗教实践的目标所制约的。因此，本于辩论的因明中的逻辑思想，是以分析日常实际论证为基本特征的，它不可能建立一个抽象的、与思考内容无关的形式理论系统。逻辑史家鲍亨斯基指出，因明与西方正统逻辑是有巨大区别的。它没有变项，没有量词，没有逻辑规律，没有悖论理论，而且，它具有明显的内涵倾向，而西方逻辑却是突出外延的。

三、因明是一种非形式逻辑

应该承认，不可化归派的上述论断具有相当一部分真理性。因明就其本性来说是佛学的论辩术，其主旨在于求真。《因明正理门论》开宗即云：“为欲简持能破能立中真实，故造斯论”。③与此不同，西方形式逻辑是纯形式化的演绎，是对论证形式结构和规则的研究，不干涉思想内容。这表明，无论是从研究对象、学科性质还是从学术取向来看，因明与以亚氏逻辑为中心的西方形式逻辑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因明不可化归为逻辑。不过，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这里的“逻辑”是特指西方形式逻辑。实际上，化归派的缺陷就是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角度比证因明所造成的，即是说离开因明的辩论本性，过过分地、简单地用形式逻辑的术语、原理和推理形式，去诠释因明的术语、原理和论式，从而偏离因明研究的正确方向，而不可化归派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攻击可化归派的，他们甚至认识到，因明中的逻辑思想不同于西方正统逻辑，本于辩论的因明中的逻辑思想，是以分析日常实际论证为基本特征的，它不可能建立一个抽象的、与思考内容无关的形式理论系统。因此，严格地说，不可化归派的论断应该是，因明不可化归为西方形式逻辑。

然而，不可化归派却似乎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一般地断定因明不可化归为逻辑，这无疑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这里，必须指出不可化归派的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他们把逻辑学仅仅等同于形式逻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狭隘的逻辑观。以这样一种逻辑观作指导，自然会得出因明不可化归为逻辑的结论。然而，这一结论却是极其错误的。众所公认，逻辑学在现代早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形式逻辑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而不是全部，形式化也不是逻辑学发展的唯一方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一直在争取生存权，基于对形式逻辑的二值原则和外延原则的反叛，各种非经典逻辑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特别地，由于不满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美和西欧兴起了关注现实生活中自然语言论证之分析与评价的非形式逻辑。一部分非形式逻辑学家还据此提出了新的逻辑学定义：逻辑学是论证的一般科学，其目的是规定把好论证与坏论证相区别开来的方法与原则的科学。④必须指出，这一新的逻辑学定义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视野，使逻辑学从书斋里走出来，从此面向真实的生活世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而且使得逻辑的研究又重新回到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论辩术一直是逻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修辞学》都是以自然语言论证（即论辩）的分析与评价为研究对象的，亚里士多德还给出了自然语言论证评价的三种方法：分析方法、论证方法和修辞方法。⑤据此，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有两种相互独立发展着的“逻辑”，即形式逻辑和论辩理论。⑥只不过前者得到了系统的长足的发展，而后者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一直被人们忽视。不过随着北美非形式逻辑与荷兰语用论辩术理论的兴起，论辩术在20世纪开始复兴。汉布林（Hamblin）、凡·爱默伦（Van Eemeren）与罗布·荷罗顿道斯特（Grootendorst）以及沃尔顿（Walton）等人提出了非常有影响的论辩理论。⑦非形式逻辑与论辩术理论的兴起使得我们对因明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因明，作为佛学的论辩术，是以分析日常实际论证为基本特征的，其实质是一种非形式逻辑。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论证因明的非形式逻辑特征。⑧
首先，从论证方式来看，因明的论证方式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在非形式逻辑中，论证有三种类型，即演绎论证、归纳论证和合情论证。其中合情论证作为一种在论辩或对话中所使用的论证或论辩形式，包括类比推理，即根据两个事例存在某些相似性，进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相似。而因明中的五支论式刚好符合这种论证形式：“山有火”和“灶有火”在许多方面相似，在“灶有火”中，“于灶见是有烟有火”是真的，所以，在“山有火”中，“此山有烟有火”也就是真的。合情论证是知识缺乏的推理，是人们在决策的过程中信息常常不完备，而决策的结果往往基于这种知识缺乏的推理。按照形式逻辑的观点，五支论式是无效的，但是用非形式逻辑的眼光来看它却是合情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论证都是合情论证。

其次，从论证结构来看，因明的论证结构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论证结构。在非形式逻辑中，论证结构大致有四种类型，即收敛结构、序列结构、闭合结构与发散结构。⑨其中，收敛结构与序列结构也为因明所具有。收敛结构的图解如下：①    ②
                                                 ↘   ↙

⑶
因明中五支论式的结构，即宗：此山有火；因：以有烟故；喻：如灶，于灶见是有烟有火；合：此山亦如此；结：此山有火。在这里，“结”是主结论，它由因、喻、和合支推出的。可见，其结构符合收敛结构的论证模式，即因、喻、合→宗（结）结构。陈那的三支论式，即宗：此山有火；因：以有烟故；喻：若有烟处就有火，如灶（同喻）；若没有火就没有烟，如湖（异喻）；分析其论证结构，宗支是主结论，因支、同喻支和异喻支分别支持宗支，即主结论。可见，其结构也符合收敛结构的论证模式，即因、同喻、异喻→宗的结构。序列结构的图解如下：① →② →③ 因明中的三支论式，按照法称的观点，可以调整顺序，即把喻体提前，与宗对调位置，成为喻、因、宗。这样一来，三支论式的结构就成了序列结构。

   通过上述对因明所体现出来的非形式逻辑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因明是一种非形式逻辑，因明可以化归为逻辑。这一结论也为今后研究因明指明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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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转引自 熊明辉，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2期。

⑤参见 熊明辉，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2期。

⑥转引自 赵艺 熊明辉，语用论辩学派的论证评价理论探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4期。

⑦参见 梁庆寅 江龙 ，论辩术的新发展及其对科学论证的贡献，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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